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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型开放会缩小企业间收入差距吗？——基于自由贸
易试验区的准实验 

摘要：通过对标国际通行准则，实现制度创新的制度型开放战略有利于中国与世界

经济安全有序融合的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国内收入分配结构。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实现高

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抓手，本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为准实验，基于2009—2021

年上市企业数据，考察制度型开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制度型开放的推进显著降低了企业间收入差距；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通过对标国

际准则，优化国内制度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和融资约束不平等程度降低是导致企业间收

入差距降低的可能渠道；扩展分析发现，制度型开放在降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同时，并

没有显著增加企业内收入差距，即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没有被企业内低收入群体所承

担，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本文研究结论为对外推进制度型开放战略和实现国内共同

富裕建设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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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ing up to widen the income gap has many proponent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uilding a pilot free trade zone is a key initiative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hina. Will the system-based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increase the income 

gap? How to build a high level of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whil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TZ construction on inter-firm income dispar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21, using FTZ construction as a quasi-experi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TZ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inter-firm income gap. Specifical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TZ policy led to a 6% decrease i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inter-firm income gap. The market 

competition effect from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inequality in financing 

constraints are possible channels of influence. The extended study finds that the FTA reduces the 

inter-firm income gap without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he intra-firm income gap.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have som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institutional-based opening in China. 

Keywords: Intra-firm Wage Dispersion; Institutional-based Open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一、 引言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人民群众

的共同期盼，也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差距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李实和朱梦冰，202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

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

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目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宏观层面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间、个体

间收入差距仍然严重。因此，如何在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收入

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学术界和实务界所急需解决的重大议题。 

制度环境优化是完善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以及促进机会均等的重要手段。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依赖经济特区政策构建“政策洼地”，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近年来，

中国为应对外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以及内部经济增速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

对外开放已经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卓乘风和毛艳华，2023）。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党中央赋予

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一项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的

制度创新对经济要素流动、居民就业以及社会福利具有重要影响（许晨曦等，2023）。 

近年来部分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指出，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是造成整体工资

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杨继东和江艇，2012； Akerman 等，2013；Helpman 等，2017)。Barth

等（2016）研究指出，美国中约有 2/3的工资收入差距可以归结为企业间工资收入的系统性

差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其 4/5的工资收入差距可以归结为企业间工资收入的系统性

差异（Benguria, 2015)）。直观上看，一方面，通过对标国际规则，有利于提供给国内企业更

加公平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提升弱势企业的竞争力，改善企业间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营商

环境优化有利于对垄断等不正当竞争形成限制，使得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影响企业间收

入差距；最后，党中央对自贸区提出的“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要求，权力下放有利于

自贸区加强内部市场化改革以及帮扶弱势企业的决策自主性，影响企业间收入差距。那么，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的制度型开放战略是否有助于缓解企业间收入差距？其作用机制

又是什么？既有文献在探究制度型开放如何影响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研究中仍然处于空白，

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关键时期，厘清对外制度型开放

与国内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对于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

实验，对制度型开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本文的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三部分是制度背景介绍与



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数据、变量和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第六部分是机制检验；

第七部分是扩展分析；第八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 文献综述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表征的制度型开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

响。与本文联系密切的文献主要有两支：第一支文献是关于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

评估；第二支文献是关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效应评估 

自 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来，学者们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济

效应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现有文献关于自贸区经济效应的研究

可根据研究对象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首先，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切入，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国际资本流动（韩瑞栋和

薄凡，2019；李小帆等，2023）、地区经济增长（王爱俭等，2020）、出口贸易和跨境数字贸

易（蒋灵多等，2021；李子联和刘丹，2021；王智新等，2023）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周文慧

和钞小静（2023）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通过聚集高端要素、优化产业链布局以及增强市

场竞争力等方式显著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王明益等（2023）基于空间断点设计，研究

指出贸易试验区通过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优质的制度环境，使得区内经济主体的协

同创新能力和整体协同创新网络得到显著提升。尽管区域协同发展获得了众多研究支持，但

仍有研究对此结果提出质疑，韩振国和朱洪宇（2022）基于夜间灯光数据分析指出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建立只能提高了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产生的“虹吸效应”可能抑制周边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为避免宏观研究在处理内生性方面的劣势以及对影响机制解释的模

糊性，越来越多的研究将视角转向微观企业，实证检验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微观主体行为

的影响。具体地，刘文革和何彤彤（2022）研究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有利于中国企业

“走出去”，制度优化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缓解显著提升了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动力。随着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市场环境优化，企业的财务状况更加稳定，显著增加创新投入，伴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联通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显著加速（任晓怡等，2022）。自由贸易

试验区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改革的高地”，作为制度创新“试验田”，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的制

度环境优化是其核心作用。许晨曦等（2023）研究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的制度环境变革

改善融资环境，进而使得企业融资的方式发生转变。融资环境除了能够带来企业融资方式的

改变，还有助于优化服务业企业中的资源配置（黄少安和孙璋，2023）。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文献从生产率、创新和经济增长等多角度切入进行深入研究，但无

论是宏观层面的研究还是微观层面的探索，现有学者均重点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济效

应，从劳动者角度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效应的研究相对匮乏。劳动者是消费产能的最终主体，



是扩大内需助力内循环畅通的核心参与者。除了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供给侧绩效提升

“做大蛋糕”，更多关注如何在需求侧“分好蛋糕”，有利于实现以“外循环”助力“内循环”构建，

对加快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参考意义。 

（二） 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 

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是劳动经济学中经久不衰的议题，根据研究的角度可以将收

入差距分为供给侧劳动者整体工资不平等（张川川，2015；吴万宗和徐娟，2017）、个体特

征带来的收入差距（Dai 和 Xu，2017；赵春明和李宏兵，2014）以及需求侧企业内收入差

距（王筱筱等，2023；李磊等，2023）、企业间收入差距（Aghion等，2002；Faggio等，2010；

叶林祥等，2011；刘灿雷和王永进，2019）和行业间收入差距（陈钊等，2010）等多种形式。

多种形式的收入差距测度不仅意味着收入差距指标度量的复杂性，还意味着对数据质量有

着较高要求。现有研究关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讨论相对缺乏，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重点

研究。 

关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研究可分为理论和实证两类。理论研究方面，以 Melitz（2003）

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分析框架为研究者开展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

础。早期研究假设劳动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要素依赖完备的信息和自由流动的特性

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即具有相同特征的劳动要素获得的收入相同。此时，企业间收入差距完

全来自于企业内部的要素结构差异（Yeaple，2005；Verhoogen，2008；Bustos，2011，Sampson，

2014）。尽管该理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过于严格的前提假设对客观现实的刻画存在较

大的局限性。因此，学者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进一步放松假设，研究发现雇主与雇员之间的

搜寻和匹配（Helpman等，2010）和效率工资（Amiti和 Davis，2012）等因素带来了劳动力

市场摩擦，这会使得具有相同特征的劳动者所得收入不再相同。此时，企业间收入差距更多

取决于企业间的固有差异而非劳动者自身差异。具体而言，经营绩效是企业改变其对员工薪

酬支付的直接反映因素，通常企业经营绩效越好，其员工所得收入越高（Davidson等，2008；

Macis 和 Schivardi，2016）。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经营绩效内生于企业自身特征，经营绩

效同时引致企业自身特征调整，这种内生互动可能强化企业间绩效的差异，这与绩效工资带

来的企业间收入差距并不矛盾。正如异质性企业理论所指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概

率进入国际市场，进入国际市场带给企业自身利润、技术和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的进一步提

升同样会继续提高企业自身生产率（Redding，2011），如此繁杂的内生过程最终表现为企业

异质性，企业异质性导致了企业间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 

实证研究方面，Akerman等（2013）基于瑞士的数据研究发现整体工资不平等主要来自

行业内企业间收入差距，即具有相同技术特征的员工往往存在较大的工资差距。Helpman等

（2017）使用巴西数据对 Helpman 等（2010）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了与 Akerman

（2013）相同的结论，即企业间收入差距是在整体收入不平等中占据重要位置。刘灿雷和王



永进（2019）将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带来的出口规模突增视为外生冲击，使用工业企业

数据中的出口企业实证研究发现出口导致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增加，进而为中国改革开放后

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加提供了一种解释。与之不同的是，新一轮制度型开放主要对表国际规则，

而非降低贸易壁垒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刚性”举措，前者更注重规范性，后者更注重市场化性。

两次开放举措的侧重点差异，可能对微观主体产生差异性影响，有必要对此进行实证探索。

现有研究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企业间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较为匮乏，可能的原因在于：一

方面，以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通过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实现“制度型开放”，是一项具

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举措，国外学者受限于研究背景限制对此问题关注不足；另一方面，鉴于

微观调查调查数据中特征指标更为丰富，尽管企业间收入差距在影响整体收入差距的解释

力更高（Helpman 等，2017），但国内学者更多关注技能工资差距、性别工资差距等其他维

度的收入差距问题，对企业间收入差距这种中观的指标关注较少。在作者目之所及的文献中，

只有许晨曦等（2023）研究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收入分配效应，其重点关注的是自由贸易试

验区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而不是对收入差距。本文重点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现有研究集中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对经济增长和协

同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本文拟补充其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其次，现有关于收入分配的影响较

多关注劳动收入份额和个体特征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对在整体收入差距中占据重要地位

的企业间收入差距关注较少（Akerman等，2013；刘灿雷和王永进，2019），本文重点关注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对研究企业间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补

充。第三，本文以自贸区建设作为制度型开放的表征，从理论分析制度型开放如何影响企业

间收入差距并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从市场竞争和融资约束等角度对其作用机制展开探索。 

三、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 制度背景 

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推动国内制度创新的重要抓手1。自由贸易试

验区不同于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约定对贸易往来施行优

惠政策的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也不同于向企业或其他经济主体提供优质经营条件

的“自由贸易园区”。与“自由贸易园区”这种“政策洼地”不同，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专注于

对接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是依赖制度型开放推动实现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改革的高地”（佟家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指出，“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

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

改革开放新高地。” 



栋等，2022），最终得到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开放经济体制。中国首批自由贸

易试验区为 2013年上海自贸区，截止到 2023年 6月，中国已设立“1+3+7+1+6+3”六批次 2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六轮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渐成“雁阵”，初步形成区域协调、陆海统筹的

新型开放格局。自由贸易试验区着眼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

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提供更加灵活、公正和

高效的营商环境。例如，在“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口号下，为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

则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探索出“负面清单”、“证照分离”和“单一窗口”等多种制度创新成果。

2021年，21个自贸试验区利用外资增长 19%，比全国高出 4.1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增长

29.5%，比全国高出 8.1个百分点。自贸试验区面积虽小，却占到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 18.5%，

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17.3%，为外贸外资基本盘的稳定作出了贡献1。表 1 整理了我国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历程。 

 

表 1 2013～2020年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历程 

设立批次 设立时间 设立地区 片区分布 批次特点 

第一批 2013年 上海市 

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

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

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发展改革试验田 

第二批 2015年 广东省、天津省、福建省 
广州、深圳、珠海、天

津、福州、厦门、平潭 
改革开放先行地 

第三批 2017年 

辽宁省、浙江省、河南

省、湖北省、重庆省、四

川省、陕西省 

沈阳、大连、营口、舟

山、宁波、杭州、金义、

郑州、洛阳、开封、武

汉、宜昌、襄阳、重庆、

成都、川南临港、青白江

铁路、西安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第四批 2018年 海南省(自贸港) 海口、三亚 
面向国际的对外开

放门户 

 
1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 http://www.gov.cn/xinwen/2022-

05/02/content_5688416.htm，访问时间 2023年 4月 24日。 



第五批 2019年 

山东省、江苏省、广西

省、河北省、云南省、黑

龙江省 

济南、青岛、烟台、南

京、苏州、连云港、南

宁、钦州、崇左、雄安、

正定、曹妃甸、大兴机

场、昆明、红河、德宏、

哈尔滨、黑河、绥芬河 

推动陆海统筹开放 

第六批 2020年 北京省、湖南省、安徽省 
北京、合肥、芜湖、蚌

埠、长沙、岳阳、郴州 
形成全面开放格局 

 

（二） 理论分析和假说提出 

企业间收入差距问题的本质来源于不同企业对劳动要素的定价差异。因此，问题转化为

异质性企业要素定价问题。本文基于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理论和 Helpman等（2017）

的思路，构建如下理论模型。 

1. 消费者 

消费者偏好符合 Dixit和 Stiglitz（1977）类型。假设每一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消费者

在不同产品中分配总支出 E，实现特定效用下的支出最小化。 

𝑀𝑖𝑛	𝐸 = '𝑝(𝑣)𝑞(𝑣)𝑑 𝑣													 s.t. .'𝑞(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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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σ > 1表示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替代弹性，关于产品 ν的需求 𝑞(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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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R。 

 正如 Akerlof（1982）所指出，因为利润更高的企业为其员工支付更高的工资被认为是

公平的，所以工资溢价被视作激励努力的条件。企业愿意支付工资溢价的原因在于利用工资

溢价引导工人付出更多努力。基于此效率工资的想，当我们重点关注企业间收入差距时，可

简化假设企业中的所有工人都是一样的工资，即使用企业的平均工资代表其薪资水平。企业

利润带来的绩效工资有如下表示： 

𝑊(0) = 1,𝑊& = 𝑊(π&), 0 < 𝑊+(π&) < ∞,𝑊& ≤ 𝑊E 																														(2) 

上式表达的直觉为，员工工资是关于企业利润的增函数。不失一般性，假设员工工资存

在上边界𝑊E。 

2. 生产者 

假设企业生产方程为关于资本 K和劳动力 L的 Cobb-Douglas型生产函数，正如Melitz

（2003）研究指出企业间生产率存在差异，以生产率差差异为表征的企业异质性是造成企业



能否在市场中形成市场势力（Market Power）的关键。当我们关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如何

通过引致的制度环境变化进而作用于企业行为时，有必要将市场势力区分为两类：第一类，

依赖明星企业理论（Superstar-Firm Theory），企业依赖自身优势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实现市

场份额的大规模占有，进一步利用其形成的市场势力在市场中挤压弱势企业，谋取垄断利润

（Autor 等，2020）；第二类，依赖 Tullock（1967）指出，即企业通过游说贿赂或者自身特

性获得市场之外的力量，借助政治关系，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经济利润。区分市场势力原因在

于制度优化带来法治环境的改善将对两类依赖于非正规手段在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造成打击，以完善的制度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进行约束是政府维护市场健康发

展的重要手段和义务。 

企业利润表示如下： 

π, = 𝑀𝑎𝑥 50,
𝑟&
σ − 𝐹,6																																																													(3) 

其中𝐹&为企业广义生产成本，区分为生产投入要素成本 f和非市场势力带来的额外成本

𝑓-，具体有 

𝐹, = {
𝑓 + 𝑓-  常规企业 
𝑓  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 

																																														(4) 

如前文式子指出企业利润增加将带来员工工资的增加，将企业利润与员工工资联系起

来有： 

𝜋,(𝑊,) = {
0  被淘汰企业 

𝜋, − (𝑓 + 𝑓-)  常规企业 
𝜋, − 𝑓  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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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与效率工资理论的直觉相同，企业利润与员工工资、生产率正

相关。 

根据 Dixit和 Norman（2011）的对偶理论，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其通

过市场势力获得的超额利润等同于两类企业获得相同利润时，常规企业相对于势力企业需

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根据上述模型有如下含义：在获得相同收入时，即使企业生产率相同，

常规企业相比于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而言，所需承担的成本更高，进而其雇佣的员工工资更

低。鉴于对标国际标准的“制度型开放”实现国内制度优化，将对两种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行

为造成冲击，可以提出假说： 

假说 1:自贸区建设带来国内制度优化，有利于减少企业间收入差距。 

按照假说 1的分析逻辑，如果制度优化通过对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行为造成约束，那么

其又是如何优化市场中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呢？由于前文将市场势力企业区分为企业依赖自

身占有市场份额形成的垄断力量和依赖于政治联系获得的市场势力两种。对于前者，为进一



步促进市场化改革，制度环境优化带来的反垄断力量将给予弱势企业更好的生存环境，即𝑓-

减少。换句话说，依赖市场势力对弱势企业造成挤压，进而获得的更大市场份额的明星企业，

其依赖于市场势力获得的市场份额将因制度环境优化而被市场中的企业重新瓜分，这有利

于弱势企业参与竞争的积极性，市场份额的重新瓜分意味着行业中的市场集中度，因此提出

假说 2： 

假说 2:自贸区建设带来国内制度优化，约束明星企业行为，市场份额重新瓜分，市场竞

争强度增加导致行业集中度将降低。 

此外，如果假说 1的分析逻辑成立，那么相对于其他不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而言，依赖

政治关系和市场垄断势力获得利润的企业其员工面临的负向约束更大。值得指出的是，使用

双重差分设计的结果只能刻画出不同主体行为的相对变动而非绝对变化，即这种负向的影

响更表现为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中的员工面临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

可以提出假说 3: 

假说 3:自贸区建设带来国内制度优化，使得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相对于常规企业而言，

其员工收入受到更大的负面冲击。 

四、 数据、变量与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宏观城市层面数据和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宏观数据方面，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省份（直辖市）命名，但其实施区域只在其下级特定城市中的区域内

划定片区实施试点。笔者根据国务院和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官方网站获取自由贸易试验

区设立的具体片区信息，人工整理文件中具体划定的自贸片区，以片区所在城市作为受到政

策干预的处理组，其余未受到政策干预的城市设为对照组，相关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微观数据方面，本文以 2009—2021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微

观研究样本，相关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分析时间段的选择主要出

于两点考虑：第一，第一批次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时间为 2013年，使用双重差分法要求

样本中存在政策干预时间点之前的时段；第二，避免纳入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对实证结果

的干扰，选择以 2009年为初始时点；参考已有文献做饭，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

剔除银行、证券公司及保险公司等金融类上市公司；第二，删除样本区间内所有 ST类的企

业样本；第三，删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此外，为了避免数据异常值对检验结果的

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前后 1%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数据的样本量为

23937。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Obs Mean SD Median Min Max 

企业间收入差距 23,937 10.4627 1.0254 10.5718 3.4947 15.7778 

自由贸易试验区 23,937 0.4119 0.4922 0.0000 0.0000 1.0000 

出口依赖度 23,937 18.8513 12.2695 20.5609 0.2222 55.0769 

地区经济水平 23,937 3.0210 2.1774 2.0680 0.0389 6.3857 

人均 gdp 23,937 2.9454 0.7182 2.8677 0.5880 9.3917 

地区发展增速 23,937 19.5360 4.3950 19.7960 5.8377 51.9140 

地区产业结构 23,937 9.8506 2.7994 10.4624 2.7942 15.5758 

城市人口数 23,937 1.2186 0.1752 1.1913 0.6569 1.4580 

城乡人口结构 23,937 1.2167 0.1754 1.1893 0.6569 1.4574 

人口密度 23,937 0.3029 0.1650 0.2898 0.0098 1.6319 

固定资产投资 23,937 3.4298 0.1889 3.4501 1.1472 3.6587 

工资水平 23,937 2.2214 0.0465 2.2151 2.0782 2.2967 

 

（二） 识别策略 

参考 Beck 等（2010）设置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回归方程检验以自贸区建设为表征的制

度型开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𝑤𝑎𝑔𝑒_𝑑𝑖𝑠𝑝𝑒𝑟𝑠𝑖𝑜𝑛3,5,6 = α7 + α#𝑓𝑡𝑧5,6 + α8𝑐𝑜𝑛𝑡𝑟𝑜𝑙𝑠6 + 𝑢3 + µ5 + σ6 + ϵ9,6													(6) 

其中，j表示行业，c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城市 c在 t年是否处于

设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城市设置核心解释变量 ftz，如果企业所在城市 c 在第 t 年挂牌成立

自由贸易试验区则 ftz取 1，否则取 0。我们重点关注该回归方程中核心解释变量 ftz的系数，

若回归系数α#显著大于 0，则说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导致拉大了企业间工资差距；若回归

系数α#显著小于 0，则说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减小了企业间工资差距；若回归系数α#与 0

没有显著差异，则说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企业间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 

被解释变量𝑤𝑎𝑔𝑒_𝑑𝑖𝑠𝑝𝑒𝑟𝑠𝑖𝑜𝑛是所在城市 c 中的行业 j 中的企业间收入差距，参考

Bonfiglioli等（2018）的方法，使用城市 c行业 j中企业平均工资的标准差作为代理变量，

标准差越小，行业内企业间工资离散度越低，企业间收入差距越小。 

考虑到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进行城市特征变量进行控制。考

虑到城市特征变量随着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干预也会发生变动，这会可能导致回归方程

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低估。因此，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思路以国家实施第一批自由贸易试

验区，即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前一年（2012年）作为基准期，使用城市的基准期

特征变量刻画不同城市固有特征，将其与时间趋势项交互在计量方程中进行控制（Lu和Yu，

2015）。具体变量包括：城市经济特征变量如年城市生产总值、城市人均生产总值、出口强



度等，城市结构特征变量如制造业产业占比、地区人口密度等变量。𝑢3、µ5和σ6分别代表行

业、城市以及年份固定效应分别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城市固有特征以及随时间趋势变

化的共同趋势。 

五、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共同富裕效应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表 3列（1）为控制城市、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实证结果，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列（2）～列（3）进一步加入城市经济控制变量和城市结构控制变量的

实证结果，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小于 0，即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显著降低了

企业间收入差距1。具体而言，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城市中的企业间收入差距相对于未

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城市而言，行业中企业平均收入的离散程度减少，具体的效果为：

自贸区建设使得企业间收入差距标准差减少 12.5%，证实了本文的核心假说 1。正如理论分

析部分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带来企业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可能原因在于：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通过对标国际制度，实现国内制度环境和市场营商环境的优化，国内市场环境优化

对依赖市场势力获得利润的企业行为形成约束，进而使得市场中的企业间收入差距显著降

低，对于这种可能性的解释将在下文中进一步检验。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间收入差距 

 (1) (2) (2) 

ftz -0.271*** -0.236*** -0.253*** 

 (0.068) (0.061) (0.065) 

出口  2.707*** 2.733* 

  (1.002) (1.495) 

经济发展水平  -35.401*** -31.912** 

  (8.770) (12.051) 

人均 GDP  52.380** 43.104** 

  (23.267) (21.000) 

经济增长率  4.854 3.067 

  (3.422) (3.574) 

产业结构  -15.715*** -10.342* 

  (5.641) (5.769) 

 
1 限于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系数，备索。 



人口规模   1,669.135* 

   (989.036) 

人口结构   -1,523.037 

   (1,006.793) 

人口密度   -205.840*** 

   (77.663) 

地区资产水平   103.715 

   (98.928) 

地区收入水平   -695.165 

   (674.788)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3,937 23,937 23,937 

R方 0.313 0.393 0.397 

注：括号中是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1%、5%和 10%显著性水平分别对应***p<0.01**p<0.05，*p<0.1.（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事件研究法 

本文实证设计使用的核心识别方法为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该方法的使用需要满足平行

趋势假设，本部分使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对平行趋势和政策动态效果进行检验。如

图 1所示，政策干预前回归系数不显著异于 0，政策干预之后显著小于 0，且随着时间推移

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的长期效果趋于平稳，即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制度环境的改善可能是形

成良好市场环境，实现市场中企业公平竞争的一种长效机制。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 异质性处理效应 

因不同个体接受处理的时间不同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因果识别，但该方法面

临控制组样本与处理组样本之间存在动态调整问题，这使得对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得到的

处理效应存在局限性。正如 Goodman-Bacon（2021）指出，多期双重差分估计依赖于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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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群组与时间固定效应，干预应当近似于随机分配” 的一般假定，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等于

所有可能的两期双重差分估计量的加权平均值。这意味着该方法的使用可能面临负权重问

题，这会导致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无法较好的反映政策带来的净处理效应，对该系数的解释存

在模糊性。为了缓解该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威胁，本文对每一次政策实施进行单一时点的双重

差分估计检验，实证结果如图 2所示，可以看到整体而言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数，

特别是 2013年上海作为初次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次，其更满足外生性，实证结果显示

第一批次的自贸区建设带来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效果更明显，证明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

健性。此外，该检验同时回应了不同批次自贸区建设对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看出

不同批次对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虽然程度不同，但整体趋势为负数。 

 

  
图 2 单一时点检验 

 除了进行单一时间点双重差分检验缓解负权重问题对实证方法的威胁，本文参考

Goodman-Bacon（2021）提出的 Bacon 分解方法进行分解，分解结果限制时间组（Timing-

Group）能够占据整体系数权重达到 73.098%，组内差异权重占比只有 0.05，结果稳健1。 

3. 随机模拟 

考虑到政策选择具有自选择性，本文基于自助法（Boostrap）对政策发生时点和政策实

施地点进行 500次随机模拟实验估计，结果如图 3所示，模拟实验系数聚集在 0附近，回归

 
1
 分解结果时间组权重为 0.7308747616，其他部分对于回归系数的影响很小。此外，本文基于 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oeuille（2020）方法计算出负权重占比为 0.15，不会严重威胁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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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显著小于 0，通过检验。 

 
图 3 Boostrap随机模拟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稳健，本部分继续采用替换指标、调整样本等多种方式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4列（1）～（5）。列（1）使用将行业层面计算的企业间收入差距加总到城市层面作为被解

释变量重新回归分析，实证结果仍然显著为负数，此时系数绝对值变大是因为将企业间收入

差距指标聚集到城市层面放大了政策效果；限于最后一批城市批准时间较短，考虑到政策效

应需要时间反应，因此将第六批试点城市剔除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列（2）所示，核

心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负数；考虑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特殊性，将其进一步剔除，回归结果

如列（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负数；基准回归使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列（4）

为将实证数据处理为平衡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负数；虽然为

避免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选取 2008 年之后的年份为研究起始点，但考虑到中国为

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采取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避免财政政策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

文参考 Campante等（2023）将回归样本进一步限制在 2011年之后，实证结果如列（5）所

示，核心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为负数1。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城市级变量 剔除最后一批 剔除自贸港 平衡面板 避开财政政策 

 (1) (2) (3) (4) (5) 

ftz -0.614*** -0.219** -0.226*** -0.200*** -0.203*** 

 (0.014) (0.084) (0.082) (0.064) (0.05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1 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域溢出效应，因为自贸区设立只是城市内的一小片区，如果该片区对该城市内
其他地区（协同区）带来溢出效应，则将核心解释变量设定为城市层面则更为合理，此时的空间溢出增加

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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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3,937 19,392 19,283 4,694 21,043 

R方 0.680 0.395 0.396 0.407 0.398 

 

六、 自贸区建设如何促进共同富裕 

通过前文理论分析可知，企业异质性是导致企业间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为回答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如何影响企业间收入差距，下文分别从市场竞争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以及生产

率效应三个方面进行机制检验。 

（一） 市场竞争效应 

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是新时

代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部实施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准入前国

民待遇、外资项目核准制改备案制和简政放权等举措带动国外资本和国内其他地区资本向

该地区注入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市场竞争程度，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毕青苗

等，2018；佟家栋等，2022）。具体而言，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制度优化可以对具有

市场势力的企业行为进行约束。一方面，明星企业利用其市场份额优势形成的市场势力进

一步挤压弱势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制度优化对垄断行为监管强度增加，依赖于市场势力

获得的市场份额将被市场中的企业重新瓜分，调动弱势企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的积极性从

而增强整个市场的竞争性，即制度优化通过约束明星企业的垄断势力降低市场集中度；另

一方面，依赖于政治关系形成“经济租金”的企业，因制度环境优化，寻租行为与依赖政治

关系获得利润的行为受到制约，更为严格的管控约束这类企业利用其政治关系在市场中形

成超额利润，这将促进弱势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同样有利于增加市场竞争程度。

本文通过企业销售额以及主营业务收入计算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 HHI）作为市场竞

争程度的代理变量，检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1。实证结果如表 5列

（1）所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显著降低了行业集中度，即自由贸易试验区假设有利于市

场竞争程度增加，进而缩小企业间收入差距2。 

 
1 考虑销售额衡量的是企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的销售量，关于是否可以使用销售额进行行业集中度的计算，

根据异质性企业理论，只有生产率高、经营能力强的企业才能走出本地甚至走到海外，因此我们认为能够

在外部市场中存活的企业其在本地必然具有足够大的市场势力。 
2 回归表 5汇报的结果为使用销售额计算的行业集中度，基于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结果稳健，限于篇幅，
未放入正文中，备索。 



（二） 融资约束效应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是基于企业面临的对外部环境约束形成，自

贸区建设如何通过影响企业自身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通过对标国际制度实现国内制度

优化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制度改革的一个方面，此外，“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政策

导向给予了自贸区一定的自主权，权力下放和容错机制的引入有利于减轻地方金融机构和

地方政府的运行压力。这使得自贸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有利于缓

解信息不对称强化金融机构借贷供给意愿（Lan等 2020；李鑫和叶永卫，2023），缓解弱势

企业与势力企业之间的融资约束不平等程度，从内部促进微观主体参与到市场竞争的积极

性和可行性。为检验制度质量的提升是否缓解了企业间的融资约束不平等程度，本文通过构

建企业融资约束指数 SA，同时计算行业内不同企业间融资约束的离散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表 5列（2）实证结果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减弱了企业间对于融资约

束的离散程度，即融资约束的不平等程度降低。 

（三） 生产率效应 

市场竞争效应意味着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不断增加，为了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环境中生存，提升自身生产率是企业的理性行为。融资约束的缓解为企业通过创新行为提升

生产率提供了可行性。因此本文继续考察自贸区建设对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影响如何？如果

生产率趋同则意味着低生产率企业对高生产率企业的追赶，进而造成企业间收入差距减小。

如果生产率离散程度增加，将与基准实证结果的逻辑相违背，这意味着不健康的市场环境。

实证结果如表 5列（3）～列（4）所示，无论使用 lp算法还是 op算法计算出的生产率不平

等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对此结果有如下解释：首先，企

业提升生产率是一个长期过程且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实证结果可能尚未显著；更为重

要的是，生产率更多取决于企业本身，自由贸易试验区带来的制度优化更多地扮演“服务性

政府”的角色，并不直接干预企业自身发展，所以生产率在企业间分布没有因制度环境的优

化而显著变化。回归系数不显著意味着生产率在企业间的分布未发生明显变化，即在竞争的

市场环境中高生产率企业继续提升自身生产率形成“竞争逃离”，低生产率的企业提升自身生

产率避免“淘汰”健康的市场环境。 

 

表 5 机制检验 

 市场竞争效应 融资约束机制 生产率趋同 

 (1) (2) (3) (4) 

核心解释变量 -0.042** -0.037* -0.003 -0.003 

 (0.016) (0.020) (0.007) (0.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537 20,537 20,537 20,537 

R方 0.496 0.514 0.678 0.679 

 

（四） 异质性考察 

考虑到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的禀赋不同，自贸区建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可能存在差异，

为更细致的理解制度型开放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下文进行异质性分析。 

1. 企业类型 

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国内制度优化。由于制度非中性，所以预期制度优化对市场势力的

企业的影响程度可能更大。本部分以企业是否具有市场势力为标准对进行样本分类异质性

检验，进而达到强化本文的理论逻辑的作用。哪些企业属于具有市场势力呢？“超级明显企

业理论”指出大规模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其市场势力挤压弱势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获

得垄断利润（Autor等，2020）。Tullock（1967）指出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建立更加亲密的关

系，在市场中获得“经济租”。对于前者，本文根据地区-行业层面的企业规模均值区分为明星

企业和普通企业；对于后者，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程度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强（余明桂和

潘红波，2008），因此本文根据实际控制人的所有制类型将国有企业视作政治关联强的企业，

非国有企业为政治关联弱的企业。表 6列（1）～列（4）是实证结果显示，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对于明星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员工工资的负面效应显著大于常规企业，验证了理论模型

中提出的假说 2和假说 3。正如 Topalova（2010）所强调的，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其系数反应的是组别间的相对变化，即回归系数为负数意味着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中的企

业相对于未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企业而言收入降低，其并不意味着员工收入的绝对降低

而是相对降低，因此这并不违背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将国有企

业代理为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其影响存在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约束

其通过政治关联占据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紧密意味着其更服从于政策导

向，即具有更显著的 ESG表现，这可能反映了国有企业对政策形成反馈的“示范效应”。 

 

表 6 企业异质性 

变量 被解释变量：员工平均工资 



 (1) (2) (3) (4) (5) (6)  (7)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明星企业 普通企业 沿海 内陆 三重差分 

核心解释变量 -0.047** -0.007 -0.041* -0.008 -0.333*** -0.257*** -0.281*** 

 (0.023) (0.011) (0.021) (0.014) (0.106) (0.072) (0.1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920 11,493 8,836 9,435 10,853 13,084 23,937 

R方 0.706 0.796 0.771 0.767 0.414 0.392 0.396 

 

2. 沿海内陆异质性 

深化差别化改革探索是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本质要求，前文对不同批次的自贸

区设立对企业间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发现，尽管批次不同，但整体上均有助于企业间收

入差距的缩小。为深化对研究问题的理解，本部分进一步以地理位置为视角对自贸区进行异

质性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6列（5）～列（6）所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均显著缩小了企业间收入差距。列（7）引入地区变量进行三重差分估计显示，沿

海地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大于内陆地区。对于这一结果的

理解，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本身市场化程度更高，对于政策的贯彻更为彻底，因此政策效果

更大。 

七、 扩展性分析 

截止目前，上文讨论的均是企业间收入差距，这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考虑到共同富

裕的目标是多维度的，尽管我们研究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带来的制度优化间小了企业

间收入差距，但很自然想要提问：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具体是如何反应的？即是否因为企

业高管加强对普通员工压榨造成企业间收入差距的结果？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内

收入差距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7显示，整体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考虑到整体回归分析会掩盖异质性

处理效应并且本文的理论逻辑指出自贸区建设主要作用于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因此有必

要再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有国有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降低了，促进了企业内的

共同富裕。明星企业的异质性虽然是不显著的，但是明星企业的回归系数与普通企业相反，

为负数，也意味着比较好共同富裕预期。此外，通过对于国有企业与明星企业的回归系数，



国有企业显著为负数一定程度回应前文指出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政策“示范效应”，即作为政

府强加政治关系的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表 7 制度优化与企业内收入差距 

变量 被解释变量：企业内收入差距 

  所有制 企业规模 

 整体 国企 非国企 明星企业 常规企业 

 (1) (2) (3) (4) (5) 

核心解释变量 0.553 -0.395** 1.320 -0.178 1.566 

 (0.563) (0.191) (1.083) (0.182) (1.37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8,579 6,929 11,509 8,837 9,460 

R方 0.129 0.737 0.141 0.766 0.139 

 

八、 结论与建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在这历史性的时期，中国政府提出通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

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不同于过去“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只有通过高

质量发展模式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满足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开

放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的论调在国际贸易领域支持者众多（Autor等，2013），以自由贸易试

验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制度型开放”是否会加大收入差距？如何通过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同时推动共同富裕建设？为寻求答案，本文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视做准实验，基于

2009～2021 年上市企业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显著降低了企业间收入差距，经过一些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仍然成立。具体地，自由贸易试

验区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间收入差距标准差下降了 12.5%。制度优化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和

降低融资约束不平等程度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减少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可能渠道。此外，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在降低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同时，并没有显著增加企业内收入差距，具有较好

的共同富裕效应。 

随着《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国



函〔2020〕96号）等政策的出台，我国已根据不同地区优势设立不同属性的 21个自由贸易

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其创新成果广泛应用于其他地区（王明益等，

2023）。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不同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特区的“政策洼地”建设，自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既通过聚焦于高水平的投资开放和贸易开放

刺激本地的创新驱动发展，又通过制度优化完善了利益分配机制，是一次典型的具有多种制

度红利的顶层设计。因此，中国在未来有必要继续深化推荐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加块对全

国各地区进行遴选，将制度创新带来的红利推广和复制到更多地区，这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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